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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已有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研究聚焦于语言水平和心理学指标(如动机、自我效能感等),鲜有从生态给养转化过程探

讨教学效果。 本研究从生态给养理论的感知、解读和行动三要素入手,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分别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下的实验班(35 人)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的控制班学生(35 人)进行问卷调查,并从两班共选取六名焦点学生进行课堂

观察、叙事与访谈调查,描述学生一学期内的生态给养转化过程并探讨转化的生态给养对语言水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实

验班学生积极给养转化状况和语言水平有显著提高且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即说明该模式下学生转化的积极给养更多,语

言水平提高也更多;而控制班的生态给养转化和语言水平无显著变化。 但从“生态给养”三要素进一步观察,无论是实验

班还是控制班学生在积极感知、解读和行动状况上均无显著差异,虽然实验班在消极解读和行动上有显著下降。 这些都

说明该教学模式有一定优势,但优势不够突出,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提高教学质量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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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学英语翻转课堂等新兴教学模式日趋成为教育信息化的常态发展趋势(Haghighi
 

et
 

al. ,2018;仇晓

春
 

等,2020;黄敏,2021;马武林
 

等;2022)。 已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心理情况,如
动机、自我效能感等指标的变化,借以论证该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但对学生在该模式下的具体学习过程

描述不足。 而生态给养理论则更加关注学习过程的描述,认为翻转课堂教学环境下,学习者首先需要感

知到信息化学习资源(如学习平台提供的资源)和互动机会(如与同伴合作完成任务),随后解读它们对

语言学习的意义,进而采取相应行动,才能转化积极 / 消极的生态给养,促进 / 阻碍语言学习质量的提升。
即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需实现感知、解读、行动三者的积极互动,才能真正促进语言的学习(秦丽莉

 

等,2020)。 据此,调查学习者给养转化过程可为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验证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撑。 因此,
本研究立足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结合量化与质化方法,以实施传统教学的控制班为参照,从给养转化角度

来探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过程,并深入挖掘积极 / 消极给养转化过程的影响因素,为
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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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给养”在二语习得领域,是“个人在采取行动时所能获得的内容,也是学生所能获取到的互动学习

机会(Van
 

Lier,2004:90)。 给养转化包括感知(perception)、解读( interpretation)和行动(action)三个环节
 

(Van
 

Lier,2004;秦丽莉
 

等,2020),即学习者感知环境中的学习资源和互动机会,对其进行解读,随后采

取行动,转化为对语言学习有意义的积极或消极的内容(秦丽莉
 

等,2015:228)。 具体来说,在信息技术

辅助外语学习环境下,如果学生感知到学习平台上的学习资源,或者相关的互动学习机会,并将其解读为

对学习有益的内容,随后采取行动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学习,那么该生即转化了积极的给养;反之如果

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脱节,则会形成消极给养,不利于语言学习。 结合“生态给养”定义中环境、资
源和互动机会要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被定义为:教师 / 学生课前 / 后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教学 / 学习

(信息化学习环境构建和资源配置);课中教师通过合理的教学任务设计,形成“师生” / “生生”互动,促进

学生以合作 / 独立的形式开展学习(互动机会配置)的教学模式(秦丽莉
 

等,2020)。 总之,我们认为通过

追踪学习者在翻转课堂语言学习环境中转化生态给养的过程和结果,能帮助教师和学生找出该课程教

学 / 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挖掘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已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给养转化研究结论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该模式促进语言学习,另一种

认为该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下给养转化效果并无显著差异。 前者认为学习者在翻转课堂教学环境中转

化的生态给养对语言学习有直接的帮助(Balzotti
 

et
 

al. ,2016;秦丽莉等,2020);同时,信息技术提供的更

丰富教学与学习资源也会促进学生转化更多的积极给养,从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刘正喜
 

等,2015)、提
升学习参与度(Haghighi

 

et
 

al. ,2018;Murillo-Zamoranoa
 

et
 

al. ,2019)等。 其中,秦丽莉等(2020)通过量化

调查与质性访谈,发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大学英语一、二年级学生的生态给养转化情况较好,学生转化

的积极生态给养与语言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积极生态给养转化越好,语言水平提高越多。 同时发

现,翻转模式下存在消极生态给养,限制了学习效果。 但该研究未以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为参照对比分析,
只探讨了翻转课堂模式自身的优缺点。 后者认为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的给养转化结果没有

显著差异(Marcey
 

et
 

al. ,2012;Sahin
 

et
 

al. ,2015)。 此类结果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受教学内容等环境

因素的影响,翻转课堂教学下学生的学习成绩没有明显进步,说明翻转课堂不一定具有普适性( Sommer
 

et
 

al. ,
 

2018)。 另一原因是能动者(如学生、教师等)自身因素限制(秦丽莉,2015;秦丽莉
 

等,2015;Lai,et
 

al. ,2017)。 如果学生具备信息技术素养(Kern,2014)、学习积极主动,在传统课堂也会感知到与教学内

容相关的给养,开展自主“翻转” (Marcey
 

et
 

al. ,2012)。 相反,如果能动者积极性不足,可能会因习惯了

传统课堂教学,在使用新兴技术遇到困难时产生抵触情绪(Sahin
 

et
 

al. ,2015;张萌,2022),进而影响语言

教学的质量。 此外,随着线上自主学习时间增多,能动者反而容易与教师、同伴因空间距离与课堂氛围疏

离产生倦怠,限制了学习效果(贺宝勋
 

等,2021)。
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给养转化研究结论存在争议,且缺乏传统课堂与翻转

课堂教学效果对比研究。 因此,我们认为通过追踪学习者在翻转课堂环境中转化生态给养的过程和结

果,能帮助教师和学生找出该课程教学 / 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挖掘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本研究对传统课堂和翻转课堂两种教学模式下的给养转化情况进行对比调查,拟回答三个研

究问题: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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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种教学模式的积极 / 消极生态给养转化过程中的感知、解读、行动情况如何?
(2)两种教学模式下生态给养转化情况、语言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异?
(3)两种教学模式下生态给养转化情况与语言水平是否相关?

2　 研究设计

2. 1
 

研究背景

本研究在东北某外语类高校两个大二非英语专业教学班(35 名 / 班)开展。 学期初两个班经牛津英

语水平测试①显示英语水平无显著差异。 其中一个班被确定为翻转课堂教学实验班,另一班为传统课堂

教学控制班。 学期初任课教师在两班都进行了 U 校园平台使用培训。 该校大学英语课程分听说课与读

写课,本研究对两班听说课堂进行观察。 实验班隔周上二课时面授听说课,面授课按照传统课堂上教师

使用多媒体授课方式进行。 两周内面授课以外,学生在 U 校园平台自主学习,需学满学习单元规定的学

习时间并完成单元检测习题。 控制班则每周上二课时的面授听说课。 两班使用教材、教师、教学内容、分
组方式和平台资源均相同。 焦点学生的选取方式为:先从每班随机选取三组,再从每班每组分层抽取一

名组长与一名组员,最后从每班抽取的学生中随机选取二名组长与一名组员,得到每班三名焦点学生,具
体信息见下表。

表 1　 焦点学生的档案信息

班级 焦点学生化名 性别 小组角色 专业

实验班

海棠 女 组长 日语

水仙 女 组长 日语

蔷薇 女 组员 意大利语

控制班

芦荟 女 组长 日语

绿萝 女 组长 德语

吊兰 女 组员 西班牙语

2.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一方面对两班学生开展问卷、语言水平测试的宏观量化研究,另一方面对焦点学生进行课堂

观察、叙事和访谈的微观质化调查。 问卷基于访谈转写文本设计
 

(Schaeffer
 

et
 

al. ,2011)。 第 1 周随机抽

取五名大二学生进行半结构性访谈(2 小时 / 人),基于学生英语学习经历提问,了解学生的给养感知、解
读、行动情况。 随后,研究者对转写文本提取相关意义单位后,为提高区分度,将其制成 7 级量表李克特

量表(Cicchetti
 

et
 

al. ,1985),从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递增。 将实验问卷随机发放给大二学生

后,共回收 1,18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1. 33%)。 问卷 Cronbach’s
 

Alpha = 0. 955,KMO = 0. 942,Bartlett =

0. 000,说明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经过两轮降维处理后最终共抽取十个因子,累计方差达到

65. 02%,最后确定 51 项问卷指标。 研究还采用牛津英语水平测试,考察研究对象英语水平变化。 问卷

与测试试卷于第二周和第 16 周分别发放给两班学生作答,前后测数据采用 SPSS
 

24. 0 进行分析。
此外,本研究在课内采用非参与性观察(Kumar,1996:107),从教学第三周至第 15 周,对两班听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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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牛津英语水平测试(Oxford
 

Quick
 

Placement
 

Test)(Version
 

1)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研究设计使用,该测试包

含两部分,总共 60 题,答题时间共计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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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焦点学生跟踪调查,收集了六次课堂观察录像(1,080 分钟)。 课外采用叙事法调查,每周焦点学生

将当周学习历史以约 500 字的书面文本叙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研究者,累计收集六次叙事文本

(18,982 字)。 第 17-18 周对焦点学生进行访谈(30-60 分钟 / 人,共计 232 分钟,转写共计 45,564 字),
以此深入了解给养转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所有质化数据由两位研究者采用 NVivo

 

12
 

plus 编码、标注并

统计,内部一致性为 85%,具体编码见表 2:
表 2　 编码信息

编码类别 母节点 子节点 参考数 代表性例句

感知
课内 积极 / 消极 60 / 0 老师讲解 ppt 内容(积极)

课外 积极 / 消极 36 / 0 应用商店里面一些 BBC 或者 VOA 新闻(积极)

解读
课内 积极 / 消极 60 / 2 教师讲解很有必要(积极)

课外 积极 / 消极 35 / 3 小组展示觉得意义不大(消极)

行动
课内 积极 / 消极 396 / 20 老师讲解时,我仔细听课(积极)

课外 积极 / 消极 530 / 8 小组展示时,我溜号走神(消极)

3　 结果与讨论

经过一学期的调查发现,实验班学生的给养感知、解读和行动状况稍好于控制班学生,并且实验班学

生的积极给养转化状况与语言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翻转课堂教学较之传统课堂教学具有优势,
但该优势并不具有绝对性。 具体情况将在下文结合研究问题进行逐一论述。
3. 1 生态给养感知状况

为检验两班给养感知情况差别,本研究进行了配对样本 t 检验和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3),发现两班

学生前后测在各自的感知情况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0. 05);实验班与控制班之间的感知情况在前后测

对比上也均未见显著差异,说明两班学生感知到相似的学习资源和互动机会。
表 3　 前后测感知情况统计分析

班级
前测

(n=35)
M

后测(n=35)
M

配对样本 t 检验

t p d
测试

独立样本 t 检验

t p d

实验班 5. 169 5. 206 -0. 168 0. 868 -0. 028 前测 -0. 295 0. 769 0. 071

控制班 5. 230 5. 123 0. 598 0. 554 0. 101 后测 0. 493 0. 624 0. 118

　 　 这一结果说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不会显著影响学生对大学英语学习环境的感知。 可能由于当代学

生身处信息技术时代,有较好的信息技术素养(Kern,2014),学生对信息技术环境的感知不会因课程模式

变动而显著增加。 但实验班给养感知后测均值高于控制班,表明学生在翻转课堂模式下感知到的学习资

源与互动机会稍多于传统课堂(Balzotti
 

et
 

al. ,2016)。
访谈显示六名焦点学生整体上感知到的给养内容相似,但对具体给养的感知深度有所不同。 首先,

实验班学生不仅感知到 U 校园等信息技术资源内容,而且对其具体功能和内容了解远好于控制班。 如蔷

薇提到学习平台覆盖的丰富给养资源:“线上的学习平台里,听说读写能力都有练习到。 有选修的 role-
play 部分,平时偶尔会练习,与平台有互动很有趣,觉得有很多东西供自己学习。” (访谈,2019-07-07)而

控制班学生虽可从平台上自主获取资源,但实际上感知到的资源很少,甚至并未提及学期初教师介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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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卷中作答过的 U 校园,更未能深入了解平台功能与内容,如吊兰表示:“课后也会去网上搜视频学

习,网上有软件,有很多资源,但搜到的资源不完整,搜起来也比较麻烦,费时费力,真正搜的时候很少。”
(访谈,2019-07-06)这再次说明了翻转教学模式丰富了学生的给养感知,而控制班学生则对本来能获得

的信息技术给养内容感知不足。
此外,语言表达差、组长失职等会造成焦点学生对互动资源的消极感知。 如海棠指出,自己身为组长

却因无任务分配意识,导致互动不充分:“有些时候可能因为组员人数比较多,任务只需要两个角色,然后

另一个人可能就是不知道该干什么,也插不进去话。 我是组长,但是没有想过分配一下这个任务,我确实

没有做好这方面工作”。 (访谈,2019-07-03)这说明小组成员身份建构情况影响着小组互动质量(秦丽

莉,2017),从而影响学生对互动资源给养感知情况。 此处组长身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可能与学期初分组

安排有关。 学期初,学生自由组队,推选组长(一学期任期),且学期中缺少教师及同学对组长能力的考

核与监控。 换言之,分组安排与组内分配不够合理,小组各成员身份构建未能得到保障(许悦婷
 

等,
2017),也限制了学生感知小组互动中产生的给养。
3. 2 生态给养解读情况

关于给养的解读状况(见表 4),配对样本分析显示两班前后测各自对给养的积极解读均无显著差异

(p>0. 05),独立样本分析也显示两班之间前后测结果无显著差异(p>0. 05),但实验班后测积极解读均值

(M = 5. 231)高于控制班(M = 5. 061)。 这说明学生对大学英语教学的解读与信念可能不会因教师教学方

式改变产生显著的积极变化(Lai
 

et
 

al. ,2017),但是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的抵触情绪(即消极解读)得到

明显改善,已有研究证明积极情绪对语言学习有促进作用(李成陈,2020),因此改善学生在翻转课堂学

习模式下的学习情绪也非常重要。 另外,实验班学生的消极解读下降明显,体现为配对样本分析中实验

班学生的消极解读有显著差异(p= 0. 008;d= 0. 473)。 虽然实验班和控制班独立样本分析在前测和后测

的消极解读方面两班对比均无显著差异,但学期末实验班的消极解读均值(M = 4. 000)低于控制班(M =

4. 371)。 这可能因为实验班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环境促进了学生参与度,而控制班教学则在带动学生的

学习参与热情方面效果不佳,并且可能因为实验班课上课下的教学任务安排比较合理,在课内检查线上

学习情况,同时注重课内互动任务的设计(秦丽莉
 

等,2020),因此期末实验班消极解读较少于控制班,而
积极解读发展稍好于控制班。

表 4　 前后测积极解读情况统计分析

班级
前测

(n=35)
M

后测(n=35)
M

配对样本 t 检验

t p d
测试

独立样本 t 检验

t p d

实验班
积极 5. 237 5. 231 0. 031 0. 975 0. 006

消极 4. 629 4. 000 2. 796 0. 008 0. 473
前测

积极 0. 052 0. 958 0. 120

消极 0. 360 0. 720 0. 086

控制班
积极 5. 226 5. 061 0. 954 0. 347 0. 162

消极 4. 548 4. 371 0. 797 0. 431 0. 135
后测

积极 1. 165 0. 249 0. 278

消极 -1. 614 0. 111 0. 386

　 　 访谈显示,焦点学生对给养内容的积极解读较多,但有对同一给养内容积极、消极解读并存的情况。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除芦荟对“学习软件”节点的积极解读缺失外,其他焦点学生都有对软件的积极解读。
这是因为芦荟的主观意识和他人信息技术使用经历影响了她对实际使用学习软件的解读:“感觉背单词

软件的瞬时记忆很快,但是很快会忘记。 学习软件都有一种诱导性,而且因为之前同学有打卡但没有提

高的经历,所以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是不想用这种学习软件” (访谈芦荟,2019. 7. 8)。 访谈发现,其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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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则是切实使用了软件后,积极解读到学习软件的好处。 这说明学生感知给养后,采取行动的情况影响

其对信息技术资源的解读(秦丽莉
 

等,2020)。

图 1　 整体积极解读 图 2　 整体消极解读

　 　 注:实验班(海棠、水仙、蔷薇);控制班(芦荟、绿萝、吊兰)

学生对“英语教材”“网络资源”和“学习软件”等节点不仅有积极解读,也有消极解读。 整体来看,控
制班焦点学生消极解读多于实验班(见图 2)。 两班焦点学生对网络资源均有明显的消极解读,但受实验

班网络学习氛围影响,学生的消极解读转为积极。 如绿萝认为:“上网搜资料的时候,它会给你提供很多

可能,而且可能不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浏览,从而影响自己的学习情绪。 没有问到别人推荐的搜索资

源,自己查很麻烦。 我觉得不用帮助更大。”(访谈,2019-07-05)蔷薇起初与绿萝一样,消极地解读了感知

到的资源:“除学习平台外,其他自己使用网络查找资料的时候会有很多错误信息。 搜索六级考试的时

候,有人说单词重要,有人说刷题重要,有人说……,看到这些,我会对学习有困惑,觉得这些资料很讨

厌。”(访谈,2019-07-07)但随后将该消极解读转为积极解读:“后来看大家用的都挺好的,就从自己这里

找原因。 结合自己阅读不好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搜到的答案,挺有帮助的。”(访谈,2019-07-07)这说明给

养转化内部具有动态复杂性,积极与消极解读未必一一对应促进采取积极与消极行动(秦丽莉,2015;
2017)。 同时,产生消极解读时,恰当的外在引导与及时的自我调整是减少对网络资源等给养产生消极解

读的方式。 教师如何利用好信息技术优势,挖掘给养功能是未来需思考的方向(张萌,2022)。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班焦点学生除在访谈未提及 U 校园学习平台资源外,其叙事文本中亦如是,可见

该班学生对平台资源感知薄弱,也未有后续解读与行动。 这与戴维·马西等(Marcey
 

et
 

al. ,2012)研究中

控制班学生的表现不同,可能是两项研究参与者自主性差异所致。 相反,实验班焦点学生均积极地解读

了平台等网络资源。 该结果证明了学习平台不仅能直接指导学生学习(Balzotti
 

et
 

al. ,2016),还能间接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 如海棠提道:“我觉得课下学习平台,让我积极地想去做题,它的题型挺多样的,就像游

戏闯关一样,让我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做题很烦躁”。 (访谈,2019-07-03)”。
3. 3 采取行动情况

学生采取的行动状况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通常采取的英语学习积极行动并未随着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实施发生显著提高,体现为两班各自的前后测配对样本分析和两班之间的独立样本分析都没有显著性

差异(p>0. 05,见表 5)。 但后测实验班的积极行动均值高于控制班,即实验班并未因为信息技术教学新

鲜感的逐渐减弱而产生学习倦怠(贺宝勋
 

等,2021)。 这一点也可以从以下结果进一步验证:(1)实验班

学生前后测消极行动有显著差异(p= 0. 002;d = 0. 568),且后测显著下降(均值差为 0. 815);(2)后测中

实验班与控制班消极行动有显著差异(p= 0. 009;d = 0. 641),且实验班后测消极行动(M = 3. 595)低于控

制班(M = 3. 994)。 以上结果与给养解读结果一致,再次说明生态给养经历着从感知到解读再到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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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转化过程(Van
 

Lier,2004:92),即给养转化各要素具有在整体上的连续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给养转化

各环节的互动也存在如上文解读情况所述的复杂性,即积极 / 消极的感知、解读和行动未必一一对应,如
很可能出现学生积极感知信息资源,对其积极解读但是并不会采取积极行动,甚至采取消极行动的情况

(秦丽莉,2015;2017)。
表 5　 前后测积极行动情况统计分析

班级
前测

(n=35)
M

后测
(n=35)

M

配对样本 t 检验

t p d
测试

独立样本 t 检验

t p d

实验班
积极 5. 173 5. 164 0. 050 0. 960 0. 009

消极 4. 410 3. 595 3. 362 0. 002 0. 568
前测

积极 0. 030 0. 976 0. 007

消极 0. 415 0. 679 0. 099

控制班
积极 5. 167 4. 946 1. 372 0. 179 0. 232

消极 4. 309 3. 994 0. 142 0. 888 0. 024
后测

积极 1. 412 0. 163 0. 338

消极 -2. 680 0. 009 0. 641

　 　 录像数据分析课内行动的结果如图 3、4 所示。 整体来看,实验班焦点学生的积极行动节点数稍多于

控制班,验证了哈吉等(Haghighi
 

et
 

al. ,2018)得出的翻转课堂教学班学生参与度高于传统课堂教学班的

结果。 此外,实验班焦点学生采取的给养行动呈现有规律地持续变化,而控制班给养行动情况呈现不规

则起伏。 此外,实验班焦点学生无消极行动,而控制班焦点学生有消极行动且不规律发展。 这说明因翻

转教学实行课下自主学习模式,实验班学生课上学习相对积极,课上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积极性相对平稳
 

(Murillo-Zamoranoa
 

et
 

al. ,2019;秦丽莉
 

等,2020)。

图 3　 课内实验班行动情况 图 4　 课内控制班行动情况

　 　 注:实验班(海棠、水仙、蔷薇);控制班(芦荟、绿萝、吊兰)

叙事文本分析显示,与课内不同,六名学生课外积极行动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见图 5、6) 。
实验班学生积极行动整体节点数稍多于控制班,这可能由于翻转教学模式下课外自主学习任务较多

(刘正喜
 

等,2015;Balzotti
 

et
 

al. ,2016) ,学生课外行动相应增加。 此外,控制班每周皆有焦点学生采

取消极行动,因此该班学生消极行动总数明显多于实验班,与前文量化数据结果一致。 除前文提及蔷

薇、芦荟、绿萝有消极给养解读,可能导致课外消极行动外,并未出现消极解读的海棠与吊兰却在课外

采取了消极行动。 此外,虽然海棠来自实验班,但是其积极行动较少,吊兰虽然来自控制班,但积极行

动在六人中处于较高位置。 这可能因为融入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影响有限,而学

生自我学习目标的制定与落实对激发课外给养内容更为重要(秦丽莉,2015;秦丽莉
 

等,2021) ,也说

明给养转化内部具有动态复杂性,受环境(如课内、课外)因素和自身因素(如自主学习能力)影响呈

复杂态势(秦丽莉,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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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整体课外积极行动 图 6　 整体课外消极行动

　 　 注:实验班(海棠、水仙、蔷薇);控制班(芦荟、绿萝、吊兰)

3. 4
 

给养转化情况与语言水平

从消极给养转化情况看(见表 6),实验班前后测消极给养转化情况有显著下降(p = 0. 017;0. 2<d =

0. 423),前后测纵向对比均值差为-1. 408,说明实验班学生给养转化更为积极。 积极与消极给养转化占

比情况进一步分析显示,后测中实验班积极给养占比较高,而控制班积极给养占比有所下降且明显低于

实验班(图 7),再次证明了实验班给养转化情况好于控制班。 但是如表 6 所示,两个班前后测积极给养

转化情况不存在显著差异(p>0. 05)。 但实验班前测均值(M = 15. 579)低于控制班(M = 15. 622),而后测

实验班均值(M = 15. 601)稍高于控制班(M = 15. 130),说明实验班学生能够保持积极学习的状态,而控制

班则在此方面有消极的发展。 然而,本研究翻转课堂实施仅有一个学期 17 周,如果时间较长,或许两班

差异效果更明显。

图 7　 占比情况

表 6　 给养转化情况统计分析

给养转化情况
前测

(n=35)
M

后测(n=35)
M

配对样本 t 检验

t p d
测试

独立样本 t 检验

t p d

实验班
积极 15. 579 15. 601 -0. 040 0. 969 0. 007

消极 14. 207 12. 799 2. 502 0. 017 0. 423
前测

积极 -0. 072 0. 943 0. 017

消极 0. 203 0. 840 0. 049

控制班
积极 15. 622 15. 130 1. 000 0. 324 0. 170

消极 14. 087 13. 768 0. 573 0. 571 0. 097
后测

积极 1. 060 0. 294 0. 253

消极 -1. 873 0. 065 0. 448

　 　 语言水平测试成绩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7),虽然实验班与控制班学生的语言水平在前测和后测独立

样本 t 检验无显著差异(p>0. 05),但实验班前后测之间语言水平存在显著差异(p = 0. 010)且有提升,而
控制班语言水平则无显著差异(p= 0. 221;d= 0. 211)。 并且学期末实验班语言水平(均值差为-3. 086)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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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幅度大于控制班(均值差为-1. 285),得到与 Haghighi
 

et
 

al. (2018)相一致的研究结果。
表 7　 前后测语言水平统计分析

语言水平
前测

(n=35)
M

后测
(n=35)

M

配对样本 t 检验

t p d
测试

独立样本 t 检验

t p d

实验班 33. 800 36. 886 -2. 728 0. 010 0. 461 前测 -1. 820 0. 073 0. 435

控制班 36. 029 37. 314 -1. 247 0. 221 0. 211 后测 -0. 371 0. 712 0. 089

　 　 随后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解释给养转化与语言水平的相关关系。 表 8 显示实验班积极给

养转化情况与语言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r = 0. 363,p = 0. 032),消极给养转化情况与语言水平无相关关系

(p= 0. 129)。 控制班积极 / 消极给养转化情况与语言水平均无相关关系。
表 8　 给养转化与语言水平的相关分析

给养转化 Pears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实验班
积极 . 363∗ . 032

消极 . 262 . 129

控制班
积极 . 201 . 247

消极 . 125 . 475

　 　 注:∗表示 p<
 

0. 05,∗∗表示 p<
 

0. 01

以上发现说明实验班学生学习状态较好,转化的积极给养与语言水平发展直接相关,但控制班积极

给养转化与语言水平并无相关关系。 这是因为控制班学生转化的积极给养较少,对语言学习影响不明

显;而实验班学生转化的积极给养较多,对语言水平促进作用相对明显。 综上,实验班学生积极给养转化

情况与语言水平之间有一定相关关系,验证了秦丽莉等(2020)的研究结果,该结果说明学生在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下所转化的积极给养对语言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生态给养理论,从积极 / 消极感知、积极 / 消极解读和积极 / 消极行动方面分别对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下的实验班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的控制班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实验班的生态给

养改善和语言水平提升方面都稍好于控制班,能够说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一定优势,但优势并不显著。
如虽然实验班的消极给养显著降低,但是两班前后测之间的积极给养转化情况皆无显著差异,说明实验

班学生在积极给养转化方面并不具有突出优势。 此外,只有实验班学生转化的积极给养与语言水平的提

高有正相关关系,控制班两者则无相关性,这既说明了融合新兴技术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不具有绝对性

优势,也说明只用语言水平测试来论证教学效果相对单薄。 因此,融入信息技术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本

身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过程给予更多关注,其中借助生态给养转化情况的监控效果是比较有效的手段

之一。
本研究为大学英语教学实践提供启示:(1)虽然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了愈加丰富的给养,但学生面

对纷繁复杂的给养资源,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难免遇到困惑,产生消极给养。 此时教师需要结合教学知识,
发挥能动性和韧性(Gao,

 

et
 

al. ,2022)营造积极给养转化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积极感知给养资源;(2)教

师不应将期末成绩或者语言测试视为唯一的教学效果评价工具,应全方位监控学生学习过程,开展形成

性评估并及时反馈,使学生及时了解自身日常学习情况,从根本意义上解决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消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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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网络资源而言,教师可设计资源分享活动,即教师或学生分享出实用的学习网站或学习软件,以减

少学生在资源选择和使用上遇到困惑而产生消极给养;(4)线上、线下有机融合以及课内外互动式学习

任务的设计是翻转课堂教学的重中之重,否则任何方面有脱节,都会导致消极给养的产生,影响教学 / 学
习质量。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 本研究聚焦生态给养三要素,即感知、解读和行动,对学习者的情感关注不够,
但显然积极给养的转化无法脱离学习者情感的影响,同时随着二语习得领域“情感转向”的强势发展,众
多研究都证明情感在学习者语言学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信这一点在学习者生态给养转化过程中也有

重要意义,未来非常值得在信息化教学情境下深入挖掘(秦丽莉
 

等,2022c)。 此外,虽然研究尝试通过三

角论证范式搜集多重数据分析(问卷、课堂观察、叙事、访谈等),但仍存在如样本量小(共计 70 人)、监测

时间短(一个学期 17 周)等缺陷,未来将对此进行弥补。

参考文献:

Balzotti,Jonathan
 

&
 

Lynn
 

McCool.
 

2016.
 

Using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s
 

to
 

Extend
 

the
 

Flipped
 

Classroom
 

[ J] .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68-80.

Cicchetti,Domenic,
 

Donald
 

Shoinralter
 

&
 

Peter
 

Tyrer.
 

1985.
 

The
 

Effect
 

of
 

Number
 

of
 

Rating
 

Scale
 

Categories
 

on
 

Levels
 

of
 

Interrater
 

Reliability:A
 

Monte
 

Carlo
 

Investigation
 

[J] .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1):31-36.

Gao
 

Yang,
 

Qin
 

Lili
 

&
 

Gu
 

Qiyi
 

. 2022.
 

Unpacking
 

Language
 

Teacher
 

Beliefs,
 

Agency,
 

and
 

Resilience
 

in
 

the
 

Complex,
 

Unprecedented
 

Time:
 

A
 

Mixed-method
 

Study[J] .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1-19.
 

Haghighi,Hamzeh,
 

Manoochehr
 

Jafarigohar,
 

Hooshang
 

Khoshsima
 

&
 

Fereidoon
 

Vahdany.
 

2018.
 

Impact
 

of
 

Flipped
 

Classroom
 

on
 

EFL
 

Learners’
 

Appropriate
 

Use
 

of
 

Refusal:Achievement,Participation,Perception
 

[J] .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3):261-293.

Kern,Richard.
 

2014.
 

Technology
 

as
 

Pharmakon: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
 

Internet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J] .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1):340-357.

Kumar,Ranjit.
 

1996.
 

Research
 

Methodology:A
 

Step-by-step
 

Guide
 

for
 

Beginners
 

[M] .
 

Melbourne:Longman.
 

Lai,Chun,
 

Li
 

Xiaoshi
 

&
 

Qiu
 

Wang.
 

2017.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eacher
 

Impact
 

on
 

Their
 

Self-directed
 

Language
 

Learning
 

with
 

Technology
 

beyond
 

the
 

Classroom:Cases
 

of
 

Hong
 

Kong
 

and
 

U. S
 

[J] .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
  

Development(4):1-

29.

Marcey,David
 

&
 

Brint
  

Michael.
 

2012.
 

Transforming
 

an
 

Undergraduate
 

Introductory
 

Biology
 

Course
 

Through
 

Cinematic
 

Lectures
 

and
 

Inverted
 

Classes
 

[R] .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Clic
 

Model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NABT
 

Biology
 

Education
 

Research
 

Symposium.
 

Texas:Dallas.

Murillo-Zamoranoa,Luis,
 

José
 

Sáncheza
 

&
 

Ana.
 

Godoy-Caballero.
 

2019.
 

How
 

the
 

Flipped
 

Classroom
 

Affects
 

Knowledge,Skills
 

and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Effects
 

on
 

Students’
 

Satisfaction
 

[J] .
 

Computers
 

&
 

Education(14):1-18.

Sahin,Alpaslan,
 

Baki
 

Cavlazoglu
 

&
 

Yunus
 

Zeytuncu.
 

2015.
 

Flipping
 

a
 

College
 

Calculus
 

Course:A
 

Case
 

Study
 

[ J] .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3):142-152.
 

Sommer,Max
 

&
 

Albert
 

Ritzhaupt.
 

2018.
 

Impact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on
 

Learner
 

Achievement
 

and
 

Satisfaction
 

in
 

an
 

Undergraduate
 

Technology
 

Literacy
 

Course
 

[J] .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Research(17):159-182.

Schaeffer,Nora
 

&
 

Jennifer
  

Dykema.
 

2011.
 

Questions
 

for
 

Surveys: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 J] .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7):909-961.

Van
 

Lier,Leo.
 

2004.
 

The
 

Ecology
 

and
 

Semiotics
 

of
 

Language
 

Leaning: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M] .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041·



　 何艳华　 秦丽莉　 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生态给养转化对比研究　

仇晓春,肖龙海.
 

2020.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开发及验证方法研究———以英语文化课为例
 

[J] .
 

外国语文(6):147-156.

贺宝勋,张立国,庄科君. 2021.
 

游戏化评价对大学生在线学习倦怠及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
 

[J] .
 

电化教育研究(3):62-68.
 

黄敏.
 

2021. 大数据在外语教学中的价值、来源与技术分析
 

[J] . 外国语文(3):131-137.

李成陈. 2020. 情绪智力与英语学业成绩的关系探究———愉悦、焦虑及倦怠的多重中介作用[J] . 外语界(1):69-78.

刘正喜,吴千惠. 2015.
 

翻转课堂视角下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J] .
 

现代教育技术(11):67-72.

马武林,杨玉顺.
 

2022.
 

基于教学 PPT 和慕课视频的大学英语融合式教学对比研究
 

[J] .
 

外国语文(3):130-139.

秦丽莉,戴炜栋.
 

2015.
 

生态视阈下大学英语学习环境给养状况调查
 

[J] .
 

现代外语(2):227-237.

秦丽莉. 2015.
 

社会文化视域下英语学习者能动性与身份之间的关系
 

[J] .
 

外语教学(1):60-64.

秦丽莉. 2017.
 

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概论
 

[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秦丽莉,何艳华,欧阳西贝. 2020.
 

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的“生态给养”转化有效性研究
 

[J] .
 

外语界(6):79-86.

秦丽莉,欧阳西贝,何艳华. 2021.
 

信息技术环境下语言教学 / 学习活动系统的“生态给养”转化有效性研究
 

[ J] .
 

外语教学

与研究(2):251-262.

秦丽莉,赵永青,欧阳西贝,等.
 

2022a.
 

云端翻转课堂中英语学习者能动性发展研究———社会文化理论视角
 

[ J] .
 

现代外

语(3):381-393.

秦丽莉,姚澜,牛宝贵.
 

2022b.
 

第二语言学习者情感研究述评
 

[J] . 外语教育研究(3):51-58+92-93.

许悦婷,张仁霞. 2017.
 

小组活动中评价个人贡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实证研究
 

[J] .
 

现代外语(2):244-253.

张萌.
 

2022.
 

高校英语教师 TPACK 知识对混合教学技术工具使用的影响
 

[J] .
 

外国语文(2):140-151.

Actualization
 

of
 

Ecological
 

Affordances:A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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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ped
 

Classroo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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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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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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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have
 

so
 

far
 

focused
 

mostly
 

on
 

language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indicators
 

( such
 

as
 

motivation
 

and
 

self-efficacy),
 

while
 

few
 

have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affordances
 

actualization
 

process.
 

In
 

this
 

study,
 

the
 

three
 

elements
 

of
 

ecological
 

affordances
 

theory,
 

i. e.
 

perception,
 

interpretation,
 

and
 

action,
 

were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35
 

students)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and
 

the
 

control
 

class
 

(35
 

students)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and
 

a
 

total
 

of
 

six
 

focal
 

students
 

from
 

the
 

two
 

classes
 

were
 

selected
 

to
 

conduct
 

classroom
 

observation,
 

narrative
 

and
 

interview
 

surveys
 

to
 

describe
 

students’
 

ecological
 

affordances
 

actualization
 

process
 

during
 

the
 

semester.
 

The
 

impact
 

of
 

the
 

actualized
 

ecological
 

affordances
 

on
 

language
 

proficiency
 

was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affordances
 

actualization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suggesting
 

that
 

students
 

in
 

this
 

mode
 

actualized
 

more
 

positive
 

affordances
 

and
 

improved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more,
 

wherea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ecological
 

affordances
 

actualization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he
 

control
 

clas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ecological
 

affordanc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sitive
 

perceptions,
 

interpretations,
 

and
 

actions
 

in
 

either
 

the
 

experimental
 

or
 

control
 

classes,
 

although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negative
 

interpretations
 

and
 

ac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teaching
 

mode
 

may
 

have
 

some
 

advantages,
 

but
 

the
 

advantages
 

are
 

not
 

enough,
 

and
 

that
 

further
 

practical
 

research
 

is
 

need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Key
 

words: flipped
 

classroom;
 

traditional
 

classroom;
 

positive
 

affordances;
 

negative
 

affordances;
 

actualization
 

of
 

ecological
 

afford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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